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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及其两侧人口集疏模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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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焕庸线”是反映中国人地关系的重要地理发现之一。在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背景下，

“胡焕庸线”所表达地理意义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指导作用受到广泛关注。在GIS的支持下，构

建了改革开放以来4次人口普查的县级空间数据库，提出人口时空扩张的识别方法，对“胡焕庸

线”两侧的人口数量、集疏格局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①“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数

量94:6的大数一直相对稳定，但东南半壁人口持续微减、西北半壁人口持续微增。得益于较高

的自然增长率，西北半壁具有较高的人口增长速度。②“胡焕庸线”两侧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人

口集疏模式。东南半壁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较快，负增长区在“秦岭—淮河”以南、东北等地区

大面积扩张、人口正增长优势逐步极化到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少数地区，呈现“马太效应”式

的集疏模式。主要是由于东南半壁内部区域经济差异及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剧烈人口流动。③
西北半壁则呈现“相对均势”的人口集疏模式，多数地区的人口普遍表现为正增长，但是空间分

布广袤、增长不集中，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缓慢。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多分散、少聚居”造成

了自然增长优势的不集中。然而均势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同样存在一定的负增长区，主要分

布在“胡焕庸线”和“新欧亚大陆桥”两条带上。④ 未来时期，“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及集

疏格局将进一步演化，东南半壁应关注内陆腹地及中小城镇对人口的吸纳作用，西北半壁应关

注将分散的人口增长优势向少数城镇进行集聚，以期为人口地理学研究以及城镇化发展提供

参考。

关键词：人口；胡焕庸线；东南半壁；西北半壁；稳定性；集疏模式；中国

DOI: 10.11821/dlxb201504004

1 引言

“100亿人在地球上如何生存和分布”被认为是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和21世纪地理科
学的 11个重大战略方向之一，人口分布的研究在过去、现在、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1]。
1935年，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地理学报》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绘制
出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文中试以“黑龙江瑷珲（今黑河市）—云南腾冲”一线将中
国人口区划为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两部分，东南半壁以“36%”的国土面积占据

“96%”的人口，而西北半壁以“64%”的国土面积仅占据“4%”的人口。之后该线被命
名为“胡焕庸线”，一直被国内外承认并沿用[2]。2009年，“胡焕庸线”被评定为中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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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百年大发现之一，它以一线对中国疆域进行区划[3]，其主要贡献不仅在于揭示了中国人
口分布的空间异质特征，更重要的在于反映了人地关系。原文将地形、雨量、人口的分
布作比较，指出三者“具有十分密切之关系”。中国西北山地多、降水少而人口稀疏，东
南则平原多、降水多而人口密集，“胡焕庸线”本质上反映了中国人口与自然地理本底的
高度空间耦合。正因此，“胡焕庸线”对中国地域开发，尤其对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
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国内外在研究中国城市分布、人与环境的适应性、气候变化
与人类活动、土地利用等领域亦纷纷提及“胡焕庸线”的基础性作用[4-11]。然则1978年改
革开发以来，中国人口之分布备受社会政策和经济格局的扰动。一方面，计划生育作为
一项基本国策开始实施，区域人口增长逐步受到控制，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自然
增长率稳步下降，中国人口由实质性增长阶段进入惯性增长阶段；另一方面，中国区域
经济发展呈现梯度特征，区域间经济的不均衡促进了人口流动[12-14]，交通建设的迅速发展
又提高了人口地域流动的可达性[15]，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达2.2亿人，占总
人口的16.53%，中国已然是一个流动性社会。那么在新的背景下，反映中国人口分布特
征的“胡焕庸线”是否继续稳定、中国人口之分布具有怎样新的态势，成为学术界以及
城镇化发展决策层共同关注的话题。

国内外对中国人口分布的研究颇丰，但是直接对“胡焕庸线”研究尚少。考虑到今
中国之疆域范围与1935年有所差异，胡焕庸先生根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胡
焕庸线”两侧数据更新为东南半壁以 42.9%的面积占据 94.4%的人口、而西北半壁以
57.1%的面积占据 5.6%的人口[16]；亦有学者基于人口统计或普查数据研究中国人口集疏
格局，指出人口与面积比重有细微变化，侧重于对全国总体格局的描述分析[17-18]；部分学
者则基于土地利用、DMSP/OLS 灯光遥感等新数据对中国人口密度进行模拟，结果与

“胡焕庸线”的结论一致[19-24]。胡焕庸先生继后的学者们已经在尝试研究“胡焕庸线”的
稳定和变动特征，但多集中在少数时点上，对其连续性变化及两侧人口集疏态势相对不
足，相应的成因解释亦不足。据此，本文梳理了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系统地构建了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普查县级单元的空间数据库，借助GIS以及空间统计等精细分析工
具，对改革开放以来“胡焕庸线”的稳定性进行分析，尤其重视对“胡焕庸线”两侧人
口集疏模式差异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以期为人口地理学研究以及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

2 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数据
本文采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四、五、六次人口普查分县市的常住人口数

据，主要参考《中国2010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00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国分县市
人口资料：199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 1949-1985》
等。所采用的基础空间数据是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 2009 年 1:100
万分县行政区划图（Albers等积割圆锥投影）。考虑到历年县级行政区划的调整，本文对
照1982-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中历年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资料，对发生
任意类型行政变更的区县的矢量边界、人口数据同时融合，使得年际间具备可比性，最
终确定2171个基本空间单元，并据此构建1982、1990、2000、2010年4期的人口普查空
间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分析不含港澳台地区以及金门县；由于三沙市人口普查
数据主要集中在西沙群岛，故本文所有常住人口数据亦不含中沙群岛、南沙群岛。

本文还包括一些属性数据：① 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按照人口普查统计算法将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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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常住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等数据换算到分县市尺度的自然增长率；② 人
口流动数据，以本省其他县（市）、市区迁入人口与外省迁入人口的和作为流入人口，以
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作为净迁移人口，净迁移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值作为净迁移
率；③ 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数据，按照人口普查统计算法根据分区县的常住人口、少数民
族人口比重换算到分县市尺度的少数民族比重；④ 城镇化率数据，采用城镇人口与常住
人口的比重；⑤ 补经济数据，计算分县市的人均GDP。前三者均参考历年人口普查分县
资料，而经济数据主要参考《2011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的县级统计资料，缺数据
项主要参考《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相关省、市、自治区的2011年统计年鉴补全。
对应的，完成各属性分县市的空间数据库。

“胡焕庸线”的两端定位在瑷珲（今黑河）、腾冲两个城市，本文采用两个城市的地
理坐标点连接绘制“胡焕庸线”。以“胡焕庸线”线段向两端延伸，将中国疆域分为东南
半壁、西南半壁两部分。人口空间统计时，与“胡焕庸线”不相交的县市直接采用其人
口数，与胡焕庸线相交的县市则以面积作为权重，将人口划分到线的两侧，这对反映人
口的宏观特征影响不大。以上空间操作及空间统计均在ArcGIS等窗口软件中完成。
2.2 人口集疏程度的测度方法
2.2.1 集中化指数 用来衡量人口分布的集中化程度[25-26]。对 n个空间单元，将常住总人
口按照从小到大排列，对应位序为 i（i = 1, 2,…, n）。分别计算对应位序上常住总人口的
累计百分比，用Ai表示。存在两种极端情况，一种人口均匀分布在每个空间单元内，则
第 i个空间单元的累计百分比为100i/n ；一种人口全部集中在一个空间单元内，每个空间
单元对应位序上的累计百分比都是100%。对实际情况和两种极端情况下各空间单元人口
累计百分比的和，进行类似离差标准化方法的计算，构成了集中化指数，计算公式为：

Ip =
∑
i = 1

n

Ai -∑
i = 1

n
100i

n

100n -∑
i = 1

n
100i

n

（1）

式中： Ip 表示人口集中化指数，指数介于0~1，越接近1，人口集中化程度越高。

2.2.2 变异系数 用来反映人口密度、人口增长量、人口增长率等指标的离散趋势。变异系
数的数学意义是数据的波动性，本质上是标准离差与平均值的绝对值的比值，计算公式为：

CV =

1
n∑i = 1

n

(xi - x̄)2

|| x̄
（2）

式中：CV表示变异系数； xi 表示第 i个变量值； x̄ 表示各个变量的均值；n表示变量总

数。人口密度的CV值越大，说明人口密集和稀疏程度的悬殊较大；人口增长率、人口增
长量的CV值越大，说明人口集聚和疏散过程的悬殊较大。
2.3 人口集疏格局类型的识别与划分

人口变动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呈现复杂的格局特征。常用的格局识别对各空间单
元进行分类和地图可视化，然后不同时期进行对比。但是，这种方法不能反映时间尺度
上的连续变化特征。为了反映特定类型区随时间变化在空间上的扩张或衰减过程，本文
引入排列组合的思维，提出一种人口集疏格局的识别方法。定义任何一个时点或者时间
段内，如果一个空间单元属于某特定类型区，用1表示；反之，不属于用0表示。那么，
扩展到n个时间或者时间段，一个空间单元就可能出现2n种排列组合情景。这些情景可
以简化为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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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Ⅰ类：始终持续型，初期至末期均保持1；
（2）Ⅱ类：新增持续型，上一时期为0、但之后直至末期保持1；
（3）Ⅲ类：转变型，末期之前曾经为1、但末期为0；
（4）Ⅳ类：他类，初期至末期均保持0。
Ⅰ类、Ⅱ类反映了某特定类型区的空间扩张特征，其中Ⅱ类可以根据发生时期的不

同再分类；Ⅲ类则反映了该特定类型区的空间转变特征。人口的集疏格局包括静态的密
集、稀疏格局变化，也包括动态的集聚、疏散过程，均可通过上述方法识别出其时空的
连续变化格局。

3 “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分析

3.1 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人口比94:6的大数特征一直相对稳定
空间统计结果显示，以“胡焕庸线”为界，中国国土西北半壁面积占56.36%，东南

半壁面积占43.64%。如果不考虑港澳台地区，则大陆地区西北半壁、东南半壁面积占比
分别为56.59%、43.41%。统计“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变动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数据
的统计范围为中国大陆地区，下同）。1982-2010年，中国大陆地区总人口由10.04亿人增
长至13.33亿人，其中东南半壁由9.45亿人增长至12.49亿人，西北半壁由0.58亿人增长
至 0.84亿人；相应的，东南半壁人口密度由 230.25人/km2增长至 303.92人/km2，西北半
壁由 10.82人/km2增长至 15.72人/km2。观察两个半壁的人口份额，四舍五入并取整，纵
观1982、1990、2000、2010年，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人口比94:6的大数特征一直相对稳
定，东南半壁相对西北半壁始终保持显著的人口规模优势。相应的，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
人口密度的比值也保持在20左右。从这个角度，“胡焕庸线”是相对稳定的。
3.2 东南半壁人口份额持续微减、西北半壁人口份额持续微增

考虑份额的小数位，发现“稳”中亦有“细变”，30年内东南半壁的人口份额持续
微减，而西北半壁的人口份额持续微增。如表1统计结果显示，1982-2010年东南半壁人
口增长量相对于西北半壁维持在10倍左右的绝对优势水平，但是东南半壁的人口份额由
1982年的 94.23%减少至 2010年的 93.68%，共减少了 0.55个百分点。观察 1982-1990年、
1990-2000年、2000-2010年
3个年际段的人口份额变化
（表 2），西北半壁的人口相
对于东南半壁人口份额略微
增长的现象始终存在。0.55
这个值很小，但相对于中国
超过 10 多亿人的庞大人口
基数，这个份额代表 500万
至 600万的人口规模，相当
于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计算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人
口密度比值，1982-2010 年
分别为 21.27、20.88、20.03、
19.33，比值的持续微降也从
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东南降、

表1 1982-2010年“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统计表
Tab. 1 The demographic statistics on both sides of Hu Line from 1982 to 2010

年份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常住总人口(亿人)

东南半壁

9.45

10.64

11.67

12.49

西北半壁

0.58

0.66

0.76

0.84

常住总人口份额(%)

东南半壁

94.23

94.13

93.89

93.68

西北半壁

5.77

5.87

6.11

6.32

人口密度(人/km2)

东南半壁

230.25

259.00

283.98

303.92

西北半壁

10.82

12.40

14.18

15.72

表2 1982-2010年“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变化统计表
Tab. 2 The demographic changes on both sides of Hu Line from 1982 to 2010

年际

1982-1990年

1990-2000年

2000-2010年

人口增长量(亿人)

东南半壁

1.19

1.03

0.82

西北半壁

0.08

0.10

0.08

人口份额变化(%)

东南半壁

-0.10

-0.24

-0.21

西北半壁

0.10

0.24

0.21

人口年均增长率(%)

东南半壁

1.48

0.92

0.68

西北半壁

1.72

1.35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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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增的人口份额变动态势。份额的增长得益于较快的增长速度，1982-2010年，东南半
壁人口年均增长0.996%；而西北半壁人口年均增长1.34%；西北半壁的人口增长速度高
于东南半壁约0.34个百分点。如表2所示，从年际看，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人口年均
增长率都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3个时段西北半壁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都高于东南半壁的
年均增长率。从这个角度，“胡焕庸线”是稳定性是受到干扰的。如果将人口份额作为固
定控制量，那么30多年来“胡焕庸线”是在向西北半壁偏移。
3.3“胡焕庸线”相对稳定性的解释

自然环境是人及其居民点区位选择的第一要素，在人类漫长的生存实践中，人总是
趋向于生存条件较好的温暖、潮湿以及水源充沛地区[27-28]。东南半壁多温润地区；西北半
壁多寒旱地区。多年来，中国自然本底总体稳定，“胡焕庸线”两侧人口份额的大数特征
基本稳定，在1935年胡焕庸先生已然指出了中国人口分布差异与自然地理差异的耦合特
征，不再累赘。“胡焕庸线”两侧人口份额的变动主要得益于两侧人口增长的差异，人口
增长由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共同构成。从自然增长看，西北半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显著
高于东南半壁。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开始实施，深刻改
变了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及自然增长[29]。但计划生育政策对少数民族人口适度宽松，西北
半壁少数民族居多，自然增长率占据一定优势。以省为单位，1981年，西北半壁的新
疆、西藏、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值为19.3‰，是当年的全
国平均值 15.36‰的 1.26 倍；而同期东南半壁各省的平均值为 14.31‰，低于全国平均
值。到 2010 年，西北半壁达到 7.39‰，是全国平均值 4.83‰的 1.53 倍；而东南半壁为
4.54‰，仍然低于全国的均值水平。从机械增长看，东南半壁的人口流动强度显著高于
西北半壁。以省为单位，1990年的根据分省的现住地与 5年前常住地间的人口迁移数，
西北半壁向东南半壁迁移的人口是反向迁移人口的 1.07倍，到 2010年，这个倍数变为
1.71倍；从省际间流量来看，1990年东南半壁集中了全国90.83%的流入人口和93.17%的
流出人口，201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为94.74%和95.51%。也就说，虽然西北半壁人口总
体上向东南半壁净流入，但是中国绝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在东南半壁内部消化，机械增长
对东南半壁人口份额增长的提升有限。同时，东南半壁在自然增长上也不具优势。因
此，得益于较高的自然增长率，西北半壁的人口份额持续提升。

4 东南半壁“马太效应”式的人口集疏模式

“马太效应”用来反映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东南半壁人口集
疏态势呈现出空间“马太效应”特征，少数地区人口快速增长、密集优势扩张，多数地
区人口增长萎缩、负增长区大面积扩张。
4.1 人口集中化程度快速提升、人口

增长的区域差异较大
表 3为东南半壁历年人口集中化

程度相关指标的计算结果。 1982-
2010年，东南半壁人口集中化程度持
续提高，由 0.419增长至 0.473，是初
期的 1.13 倍。其中 1982-1990 年提升
相对缓和，仅提升 0.003 个百分点；
2000- 2010 年提升相对较快，提升

表3 1982-2010年“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人口集中化程

度指标
Tab. 3 The concentration degrees o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Hu

Line from 1982 to 2010

年份

1982

1990

2000

2010

人口集中
化指数

0.419

0.422

0.445

0.473

人口密度
变异系数

0.945

0.992

1.151

1.350

人口年均增长
量变异系数

/

1.517

4.332

5.674

人口年均增长
率变异系数

/

0.803

2.164

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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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个百分点。可见，东南半壁人口向少数地区的集中趋势非常显著，且近10年最为剧
烈。进一步观察人口密度、年均增长量、年均增长率三个指标的变异系数，人口增长量
和人口增长率的区域差异比人口密度的区域差异更大，而且均持续升高，分别是初期的
1.43倍、3.74倍、6.96倍。可见，人口增长两极分化持续扩大，人口的快速增长优势迅
速向少数地区极化，近10年最为剧烈。
4.2 人口高度密集区在沿海和中原地区快速扩张、人口稀疏区相对稳定

参考均值变化及自然断点法划分结果，从人口密度角度，本文选取人口密度> 800人/km2

作为东南半壁人口高度密集区、人口密度< 100人/km2作为东南半壁人口稀疏区，两者均

是相对东南半壁的“高度密集”和“稀疏”。统计结果（图 1），人口稀疏区的国土面积

份额维持在30%左右，高于人口高度密集区不到10%的面积份额；但是，人口密集区占

据了更多的人口份额，由 1982年 10.92%快速提升到 31.50%，而人口稀疏区的人口份额

不到 10%、且持续降低。高度密集区面积

份额不断提高，相应人口份额具有更快的

提升速度，极化特征显著。

根据排列组合原理，对东南半壁人口

稀疏区、人口高度密集区的连续变化进行

空间识别，结果如图 2 所示。东南半壁虽

然占据全国总人口 94%左右的绝对的优

势，但也不乏人口相对稀疏的地区，主要

分布在东北地区、黄土高原、西南山区、

南岭、武夷山等地区。绝大部分地区表现

为持续的人口稀疏区，新增人口稀疏区也

主要集中在其附近；同时，也有少数人口

稀疏区的密度有显著提升和转变，主要分

布在云南中部、山西北部等。与稀疏区的

相对稳定不同，人口高度密集区呈现迅速

的扩张特征。结合主体功能区、城市群等

相关新近规划，对东南半壁主要人口高度

密集区按照面积规模排序，相关属性如表

4所示。1982-2010年，在珠江三级洲、长

图1 1982-2010年“胡焕庸线”东南半壁人口与面积的分区统计
Fig. 1 Zonal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 and acreage o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Hu Line form 1982 to 2010

图2 1982-2010年“胡焕庸线”东南半壁人口高度

密集区和稀疏区的空间扩张
Fig. 2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and

sparsely populated areas o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Hu Line

from1982 t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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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三角洲、京津冀形成三个大规模连片的人口高度密集区，其中又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人

口高度密集区的人口规模、面积规模、新增面积规模最大；中原地区人口高度密集区的
规模也很大，仅次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但空间上相对不连片，空间组织上的发育程度不
高；海峡西岸地区、关中地区虽然空间上连片，但整体规模不大；此外，长江中游地区、
成渝地区、山东半岛地区、辽中南地区也是主要的人口高度密集区，但是规模偏小、且空
间呈现多节点分散的格局。总的来看，过去近30年，沿海和中原地区是东南半壁人口高
度密集区主要的大规模快速扩张区。
4.3 人口负增长区在东北和“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大面积扩张、人口快速增长区逐步向沿

海地区转移
参考均值变化及自然断点法划分结果，从人口增长角度，本文选取人口年均增长率

> 2%的地区作为人口快速增长区，并关注负增长区。如图1b的统计结果，负增长区的面
积份额和人口份额均快速提高，分别提高41.46个百分点、28.09个百分点，至2010年东
南半壁 45%的国土均呈现人口负增长；与此同时，人口快速增长区的面积份额持续下
降，1982-1990年东南半壁以人口正增长为主，但之后人口快速增长区的人口份额和面积
份额均下降，2000-2010年面积继续下降、人口份额快速回升，少数的快速增长区表现出
强劲的人口吸纳能力。人口增长两极分化显著，人口被“吸”入少数地区。

图3、图4分别是对东南半壁人口负增长区、人口快速增长区的空间扩张识别结果。
东南半壁虽然人口总量大、密集程度高，但存在大量人口负增长区。1982-1990年，东南
半壁人口正增长区占据主体，但1990年后人口负增长区大面积迅速扩张，2000-2010年
扩张规模最大。负增长区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一是东北，包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
长白山等地区，“哈尔滨—大连”走廊上部分地区逐步转为正增长；二是“秦岭—淮河”
以南，包括江淮、四川盆地、秦岭、大巴山、武夷山、广西、贵州等地区，沿江以及珠
江三角洲周边的部分地区逐步转为正增长。与人口负增长区的大面积扩张相反，人口快
速增长区急剧萎缩，且伴随区位转移。人口快速增长区主要分布在省会等大城市及沿海
地区，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连片扩张最为显著，长江三角洲
地区虽然在1990年后迅速扩张、但规模后来居上。人口快速增长优势衰退区集中分布在
中原地区，华南和东北也有少量分布，东南半壁的人口增长优势已经由内陆向沿海发生
转移。

表4 1982-2010年“胡焕庸线”东南半壁主要人口高度密集区属性一览表
Tab. 4 The attributes status of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o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Hu Line from 1982 to 2010

区域

长江三角洲地区

中原地区

珠江三角洲地区

京津冀地区

长江中游地区

成渝地区

山东半岛地区

海峡西岸地区

辽中南地区

关中地区

2010年面积
规模(万km2)

6.67

4.11

3.27

3.15

1.71

1.50

1.46

0.86

0.78

0.54

其中(万km2)

Ⅰ类始终持续型面积

2.44

1.04

0.80

0.98

0.23

0.39

0.32

0.41

0.78

0.51

Ⅱ类新增持续型面积

4.22

3.06

2.47

2.17

1.48

1.11

1.14

0.45

0.00

0.03

2010年人口
规模(亿人)

0.98

0.47

0.63

0.47

0.27

0.22

0.16

0.15

0.14

0.09

空间分布特征

大规模连片

大规模分散

大规模连片

大规模连片

多节点分散

多节点分散

多节点分散

小规模连片

多节点分散

小规模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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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东南半壁“马太效应”式人口集疏模式的成因分析
综合定性和定量分析，区域经济差异、快速城镇化是驱动东南半壁“马太效应”式

人口集疏模式的主要原因。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数据质量，定量分析以 2000年后
为主。

定性观察过去30多年人口集疏格局与区域发展格局的耦合。改革开放以来，东南半
壁的沿海沿江地区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各类要素向这些地区高度集聚。一是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地区三大城市群；二是辽宁沿海、山东半岛、海峡西岸
等地区；三是省会等大城市，以点状或者小规模连片形成集聚中心。而处于这些人口吸
引核附近、农村剩余劳动力富余的地区成为主要的人口流出区，形成东北、“秦岭—淮
河”以南两大人口负增长区。中原地区自然增长率较高，并未呈现显著的负增长，依然
是主要的人口高度密集区，但是存在有大量人口输出，原先具有的人口快速增长优势逐
步被沿海地区替代；而贵州、广西、湖南等地区虽然自然增长水平较高，但是人口机械
流出水平更高，因而呈现负增长。

定量考察2000-2010年区域经济差异、城镇化水平、少数民族分布等关键因素对人口
集疏的影响。分别对全国分县市2010年的人均GDP、净迁移率、少数民族比重、自然增
长率、城镇化率以及2000-2010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进行标准化处理，依据最大值、最小
值的“离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的线性变换，使得结果落在[0, 1]区间，在此基础
上观察三对变量间线性拟合的相关关系。对东南半壁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图5a显示了
2010年东南半壁的少数民族比重与自然增长率的相互关系，两者并没有较好的相关关

图4 1982-2010年“胡焕庸线”东南半壁人口快速

增长区的空间扩张
Fig. 4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reas o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Hu Line form 1982 to 2010

图3 1982-2010年“胡焕庸线”东南半壁人口负

增长区的空间扩张
Fig. 3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areas o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Hu Line form 1982 to 2010

558



4期 戚 伟 等：“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及其两侧人口集疏模式差异

系，决定系数R2仅为 0.0557，解释度低；图 5b显示了 2010年东南半壁的人均GDP与净
迁移率的相互关系，两者保持较好的正相关关系，决定系数R2为0.2427，具有一定的解
释力；图 5c 显示了东南半壁 2000-2010 年人口增长率与初期 2000 年城镇化率的相关关
系，反映了城镇化水平对人口集疏的动力作用，两者保持较好的正相关关系，决定系数
R2为0.2131，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5 西北半壁的“相对均势”式的人口集疏模式

相对于“马太效应”，“均势”并没有显著的极化特征、相对平均。西北半壁多数地
区人口呈现普遍的正增长态势，大范围内的人口增长相对均势，导致这种正增长优势的
地区分布并不集中。同时，西北半壁也逐步形成了省会等具有人口极化特征的部分城
市，也包含一定的人口负增长区。因此，西北半壁的人口集疏并非“绝对均势”，而是

“相对均势”。
5.1 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较慢、人口增长的区域差异不大

表5为西北半壁历年人口集中化程度相关指标的计算结果。1982-2010年，西北半壁
人口集中化程度由0.543增长至0.546。与东南半壁相同的是，人口集中化程度也呈现持
续提高的特征；与东南半壁不同的时，西北半壁整体人口集中化程度较高、人口在小范
围集中，但是人口集中化程度的提升速度较慢。进一步观察人口密度、年均增长量、年
均增长率 3个指标的变异系数，发现均持续升高，分别是初期的 1.28倍、2.69倍、2.38
倍。这些倍数相对于东南半壁均偏
低，进一步说明西北半壁集中化程度
提升相对缓慢。但同时，人口密度变
异系数与人口集中化程度一致、均高
于东南半壁，而年均增长量和年均增
长率的变异系数则要低于东南半壁。
可见，西北半壁的更多的人口集中在
小范围内，人口密度的区域差异较
大；但是人口增长的区域差异相对较
小，有所扩大，但并不像东南半壁极
化的那么剧烈。
5.2 人口高度密集区在省会或首府周边缓慢扩张、人口稀疏区广袤而稳定

参考均值变化及自然断点法划分结果，从人口密度角度，本文选取人口密度> 150人/km2

作为西北半壁人口高度密集区、人口密度< 20人/km2作为西北半壁人口稀疏区。同样，

图5 1982-2010年“胡焕庸线”东南半壁人口空间集疏的影响因素分析
Fig. 5 Analysis on affecting factors of population spatial growth o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Hu Line form 1982 to 2010

表5 1982-2010年“胡焕庸线”西北半壁的人口集中化程

度指标
Tab. 5 The concentration degrees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Hu

Line from 1982 to 2010

年份

1982

1990

2000

2010

人口集中化
指数

0.543

0.546

0.558

0.570

人口密度
变异系数

2.545

2.584

2.822

3.249

人口年均增长
量变异系数

/

0.712

1.182

1.916

人口年均增长
率变异系数

/

1.668

2.700

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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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均是相对西北半壁的“高度密集”和“稀疏”。统计结果（图6a），人口稀疏区占据
西北半壁近 90%的国土面积，微降；而人口高度密集区仅占不到 2%的面积，微增。然
而，人口稀疏区的人口份额维持在 25%左右，同样微减；而人口高度密集区的人口由
1982年 19.37%提升到 2010年的 35.21%，显著提升。西北的人口高度密集区面积小、但
吸纳人口份额高。

根据排列组合原理，对西北半壁人口稀疏区、人口高度密集区的连续变化进行空间
识别，结果如图 7 所示。如图所示，西北半壁人口稀疏区分布广袤，且基本上全部是
1982-2010年持续性的人口稀疏区，1990年后没有新扩张的人口稀疏区，但是在兰州—西
宁、天山北坡、喀什、拉萨附近存在部分转为非稀疏区的区域。而这些区域也是近年来
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也是人口高密度区扩张的重要地带。表6为西北半壁主要人口
高度密集区的属性表。兰州—西宁地区是西北半壁最大的人口高度密集区，面积规模、
人口规模均居于首位，是西北半壁唯一大规模连片分布的人口高度密集区；其次，相对
连片分布的是银川平原地区，但规模偏小；天山北坡、呼包鄂及附近呈多节点分散的分
布特征；喀什地区、拉萨及其附近地区则是后来新增的人口高度密集区，无论面积规模
还是人口规模均不大。总的来看，西北半壁的人口高度密集区的发育水平要远低于东南
半壁，扩张规模有限、扩张速度缓慢，更多的地区被广袤的人口稀疏区充斥。
5.3 人口大范围普遍增长但不集中、负增长区沿“胡焕庸线”和“新欧亚大陆桥”有所扩张

同样以人口年均增长率> 2%的地区作为人口快速增长区。统计结果（图6b），与东
南半壁类似，人口负增长区的面积份额和人口份额提高；人口快速增长区面积减少、人
口份额先随之减少后提升，吸纳能力逐步增强。但不同的是，西北半壁人口正增长区的

人口和面积规模要显著高于负增长区，这与东南半壁负增长区大面积扩张不尽相同。可

见，西北半壁整体上以人口正增长为主体，人口增长并没有显著的“马太效应”式的空

图6 1982-2010年“胡焕庸线”西北半壁人口与面积的分区统计
Fig. 6 Zonal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 and acreage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Hu Line form 1982 to 2010

表6 1982-2010年“胡焕庸线”西北半壁主要人口高度密集区属性一览表
Tab. 6 The attributes status of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Hu Line from 1982 to 2010

区域

兰州—西宁地区

天山北坡地区

银川平原地区

呼包鄂及附近地区

喀什地区

拉萨及附近地区

2010年面积规
模(万km2)

4.37

1.45

1.27

0.68

0.47

0.09

其中(万km2)

Ⅰ类始终持续型面积

3.23

0.05

0.27

0.47

0.00

0.00

Ⅱ类新增持续型面积

1.14

1.40

1.00

0.21

0.47

0.09

2010年人口
规模(亿人)

0.13

0.03

0.04

0.05

0.01

0.003

空间分布特征

大规模连片

多节点分散

小规模连片

多节点分散

多节点分散

单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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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极化特征。

图8、图9分别是对西北半壁人口负增长区、人口快速增长区的空间扩张识别结果。

负增长区主要分布在两条带上，一个沿着胡焕庸靠近东南半壁的轴带，一是沿着“新亚

欧大陆桥”自陇南沿河西走廊至天山北坡一带，此外，拉萨周边也有少量分布；多数的

图8 1982-2010年“胡焕庸线”西北半壁人口负增长区的空间扩张
Fig. 8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areas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Hu Line form 1982 to 2010

图7 1982-2010年“胡焕庸线”西北半壁人口高度密集区和稀疏区的空间扩张
Fig. 7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and sparsely populated areas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Hu Line

form 1982 t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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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增长区在2000-2010年扩张出现，在省会或者首府等大城市周边、大兴安岭地区相对集

中；青海及川西地区的负增长多转为正增长。总的来看，负增长区占据的地域范围比正

增长区要小。观察人口快速增长区，在广袤的青海、西藏、新疆大部分地区均呈现过快

速增长，同时也存在大片的快速增长优势衰退区；快速增长区扩张最为显著的区域主要

分布在青海、川西、喀什地区、天山北坡，西北半壁的重要省会或者首府城市，如兰
州、西宁、银川、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拉萨等持续保持着人口快速增长的优势；但同
时，也观察到在西北半壁人口相对密集的兰州—西宁地区，除了省会等大城市，多数地
区并未呈现快速增长优势，负增长态势反而显著。
5.4 西北半壁“相对均势”式人口集疏模式的成因分析

综合定性和定量分析，普遍较高的自然增长率是驱动西北半壁“相对均势”式人口
集疏模式的主要原因。

定性观察过去30年西北半壁人口集疏格局与区域发展格局的耦合特征。西北半壁少
数民族具有“大分散、少聚居”的地理特性，人口分布稀疏，同时具有较高的自然增长
率，因而自然增长带来的人口增长优势相对分散，形成多数地区人口“均势”增长的特
点；此外，从人口流动角度，西北半壁少数民族迁移量并不大，新疆甚至一度成为主要
的人口净流入区，其中包括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流入人口。当然，西北半壁也有部分区
域的人口空间集疏模式和东南半壁是类似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未必享有绝对的正增
长优势。近年来西北大开发重点扶持的兰西经济区、呼包鄂城市群、银川平原城市群、
天山北坡经济带、拉萨及附近、喀什经济特区等均是西北半壁人口密集区的主要扩张地
带；主要的省会或首府等大城市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优势，吸引大量周围人口涌入，因
而在人口密集的兰西经济区、呼包鄂城市群周边呈现出大量人口负增长区。

定量考察2000-2010年区域经济差异、城镇化水平、少数民族分布等因素对人口集疏
的影响，结果如图10所示。图10a显示，西北半壁少数民族比重与自然增长率的相互关

图9 1982-2010年“胡焕庸线”西北半壁人口快速增长区的空间扩张
Fig. 9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reas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Hu Line from 1982 t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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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呈现较好的正相关关系，决定系数R2为 0.4421，解释度较高；图 10b显示了西北半
壁人均 GDP 与净迁移率的相关关系，两者并没有较好的相关关系，决定系数 R2仅为
0.0846，解释度较低；图10c显示了西北半壁人口增长率与城镇化率的相互关系，两者并
没有较好的相互关系，决定系数R2仅为0.0326，解释度较低。

6 结论与讨论

在GIS支持下，完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4期人口普查的县级空间数据库，提出基于
排列组合原理对人口集疏格局识别与划分方法，据此梳理“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数
量、份额、增长，研究“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及其两侧人口集疏模式，主要得出以下
结论：

（1）改革开放 30多年来，“胡焕庸线”是相对稳定的。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两侧人
口数量始终保持94:6的大数特征；然而，“稳”中亦有“细变”，东南半壁人口份额持续
微减、西北半壁人口份额持续微增，1982-2010年这个份额变化达0.55个百分点。这种份
额增长优势主要得益于西北半壁相对于东南半壁较高的人口的增长率。

（2）“胡焕庸线”两侧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人口集疏模式。东南半壁呈现“马太效应”
式的空间极化模式，一方面，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较快，沿海、中原地区人口密集优势
扩张显著；另一方面，负增长区在“秦岭—淮河”以南、东北等地区持续扩张，而人口
正增长优势逐步由内陆转移到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少数地区，人口增长的区
域差异不断拉大。西北半壁则呈现“相对均势”式的集疏模式，多数地区的人口普遍表
现为正增长，但是空间分布广袤、增长不集中，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缓慢；然而均势是
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同样存在一定的负增长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和“新欧亚大
陆桥”两条带上，其中，人口高度密集区兰州—西宁一线、天山北坡、银川平原、呼包
鄂城市群、喀什地区、拉萨及附近呈现与东南半壁类似的集疏特征，省会或首府等大城
市周边人口负增长态势显著。

（3）自然环境决定了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胡焕庸线”两侧人口份额的大数特征
保持稳定，人口密集区、稀疏区的分布亦保持稳定。但是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的差
异对“胡焕庸线”的稳定性产生干扰。东南半壁城镇化进程相对较快，产生了大量的流
动人口，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了东南半壁人口集疏的剧烈极化、“马太效应”显
著，自然增长作用相对有限；然而，东南半壁虽然人口流动强度很大、但流动人口多是
内部消化，对东南半壁整体人口增长的贡献有限。西北半壁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区域
经济差距对人口集疏的作用相对有限，人口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较高的自然增长率；但
是，西北半壁少数民族“大分散、少聚居”的特征，使其自然增长带来的人口增长优势

图10 1982-2010年“胡焕庸线”西北半壁人口空间集疏的影响因素分析
Fig. 10 Analysis on affecting factors of population spatial growth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Hu Line from 1982 to 2010

563



地 理 学 报 70卷

相对不集中。
“胡焕庸线”作为中国人口地理重要的界线一直稳定存在、但也伴随着各种变动因

素，对中国未来人口集疏调控、城镇化发展战略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驱动因
素的变动及新因素的融入，例如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崛起、人口的回流、“单独二胎”政策
的逐步放开，以及信息化时代对时空的压缩，势必会影响“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未来的
变动格局。东南半壁应重点引导内陆腹地及中小城镇人口集聚，避免人口向沿海地区及

省会等大城市的持续膨胀而造成对过多的资源环境承载压力，避免人口负增长区的持续

扩张而造成人口的过度流失和农村空心化；西北半壁自然生境决定了人口不宜过多，但

同时存在人口份额持续增长但增长不集中的事实，而西北半壁发挥着重要的生态保障功

能，引导分散增长的人口向少数宜居宜业城镇集聚是未来优化调控的重点；西北半壁的

兰西经济区等区域的人口集疏模式与东南半壁较为类似，胡焕庸线附近的兰西经济区、

关中城市群、成渝经济区等可作为协调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节点。

致谢：谨以此文向胡焕庸等老一辈地理学家致敬！在中国地理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华东分会上，华东

师范大学丁金宏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朱宇教授等对本文部分研究成果给予了悉心建议和指导，特此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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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tability of Hu Line and different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its both 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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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 Line for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China has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geograph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because it reveals the significant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human- land relationship. Thus, the stability and significance for
spatial development of Hu Line have become a major concern after the dramatic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With the support of GIS, this
paper conduct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n the stability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both sides of Hu Line by constructing the spatial database of
China's census data from 1982 to 2010 and initiating a new method for identifying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growth.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Hu Line has been rather
stable, while a new tendency of population change has emerged. On the whole, the ratio of
population on both sides of Hu Line has roughly been kept at 94:6 (the southeastern side: the
northwestern side) in the last 30 years. However, the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o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Hu Line has been slightly decreasing, while that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Hu Line has been slightly increasing, which is benefited from its higher rate of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2)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both sides of Hu Line were
quite different.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Hu Line increased greater. The areas with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have rapidly
expanded, mainly located south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 Huaihe River line and the
northeastern China, while the areas with the fast population growth rate concentrated in the
areas such a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Beijing-Tianjin metropolitan
region. Thus,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Hu Line
presented an aggregating and diffusion mode of Matthew effect. (3)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Hu Line could be referred as the relative balance
type. In this region, the positive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lower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population have been identified. There were lots of ethnic groups located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Hu Line, and they generally lived dispersedly but with a higher rate of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due to preferential population policy. However, there were also some
areas with negative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Hu Line and they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close to the Hu Line and new Eurasia Land Bridge. (4) In the future,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both sides of Hu Line will continue to change. O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Hu Line, the capacity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for those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d towns should be enhanced. As for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Hu Line,
the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promoting its urbanization and enhancing the capacity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for major cities.
Keywords: population; Hu Line; the southeastern side; the northwestern side; stability;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grow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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